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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世纪 20 年代章士钊对代议制的
批评与改造方案

郭双林

摘 要: 20 世纪 20 年代，章士钊发表《论代议制何以不适于中国》《非党》等文章，对近代以来的代
议制提出系统批评意见，并提出以无首论、业治论和规复科道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方案，引起了广泛注
意和热烈讨论。作为当时社会的“主导模式”之一，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，对章士
钊的批评意见和改造方案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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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最早知道西方近代的代议制是在第一次鸦

片战争时期，当时问世的几部世界地理著作如《四洲
志》《海国图志》《瀛环志略》《海国四说》等均对欧美各
国的代议制有所介绍。1898 年的维新运动曾为代议制
登陆中国提供了一次契机，但随运动的迅速失败而中

止。1906 年 9 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，并着手建立代议
机关，1911 年清朝灭亡，这次实行代议制的尝试也就此
告终。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，为代议制在中国的实践
再次提供了机会。但袁世凯上台不久，便处心积虑地
破坏这种政治体制。到 1915 年 12 月，袁氏干脆连民
主形式也抛开，公然复辟帝制。袁死后，北京政府被皖
系、直系和奉系军阀轮流掌控，代议制也几近青楼女
子，被任意蹂躏、践踏。
早在清末立宪运动期间，章太炎就对代议政治提

出了非议。1908 年，他又专门写了《代议然否论》《与
马良书》等文，对代议政治进行全面批评。不过，当时
人们对这种体制还处于渴望之中，所以对章太炎的观

点并不十分在意。曾经主张废学革命、激烈排满的章
士钊就先后在《帝国日报》上发表一系列文章，不遗余
力地向国内介绍英国的代议政治。进入民国以后，章
士钊不改初衷。可惜代议政治的实践，实在令国人不

堪。1916 年年初，陈独秀在《新青年》上便公开声言:
“政党政治，将随一九一五年为过去之长物，且不适用
于今日之中国也。”①欧战结束时，否定代议制之声已
经蔚成风尚。章士钊对代议制的批评，就是在这种大
背景下展开的。
就思想渊源论，章士钊批评代议制的理论武器是

唯物史观，其改造代议制的主张部分来自章太炎，部分

则来自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和俄国苏维埃社会主

义。章士钊关于代议制的批评意见和改造方案之所以
能够与当时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

发生交织，固然有人事方面的因素( 他与早期中国共产

党人陈独秀、李大钊和毛泽东、周恩来等均有接触) ，但
更重要的是时代的影响。以赛亚·柏林说过:“不仅是
思想史，就连其他有关意识、观念、行为、道德、政治、美
学方面的历史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主导模式的历

史。”②20 世纪 20 年代是各种新思潮在中国竞相传播
的重要时期，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

是其主流。到 30 年代，唯物史观更成为中国知识界观
察、分析社会问题的主要工具之一。可以说，当时包括
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即使不能说是唯

一的“主导模式”，至少也是其中之一。在这种情况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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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士钊几乎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“主导模式”的影响。

一、章士钊对代议制的批评

据章士钊自己说，他在 1920 年与 1921 年之交即
“蓄意改造代议制”，后“以疑莫能明，又慑于斯制惰力
之未全去，所称宪政祖国之英伦，尤如北辰所在，时论

拱焉”，所以才没有公开自己的主张。
1921年冬，章士钊赴欧洲考察途中曾给章太炎写
过一封信。信中首先回顾了清末章太炎否定代议制和
自己“浮慕”政党政治的情况，接着回顾了代议制在中
国实行的情况和自己思想的变化: “斯制既立十年，捉
襟见肘，弊害百出。弟从来所持信念，扫地以尽。橘移
淮南而化为枳，亦渐闻人深致慨叹! 然有人民神圣国

会万能诸说，稗贩政治者流，得以奔走号呼，关其口而

夺之气，亦遂委蛇委蛇，莫肯颂言其非。”1919 年，章士
钊在广州曾偶然谈及议员应该“课资格，受试验”，据说
闻者大哗。1920 年，他又在上海的《中华新报》上发表
《裁兵与造法》一文，主张裁兵和宪法不由国会订立，引
起巨大反响，广州非常国会参议院竟将其除名。对此，
章士钊在信中说: “此故不值一钱，然取证议员诸君之
抵死不悟，则有余也。今天下大乱，纷纷不能休，军阀
与国会，同尸其咎，长此不已，国谁与立? 军阀别为一

事，至国会者，信无人不以改弦易辙为不能缓。”如何改
呢? 章士钊提出的办法是: 分子殽乱，宜黜暴登良; 人

数过繁，宜去原额之半或三之一; 选法未善，宜改从某

制，或采一院制，只设下院，不设上院。但在现实生活
中，他却“怀之而不敢发”。况且善后之道，不止一端，
“如国会去而立法何寄? 所谓新党豪氓，惯肆人上者，
不使出于国会，宜以何为尾闾? 皆需列案考求，未可率

尔而道”。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一步证明“国会之不适于
政”，即使威权无上的英国议会，“近来亦且摇摇，论政
之士，大持异议”。他此次欧游，就是要深入考察欧洲
各国政治，“外参世界新趋之势，内按吾国已然之情，中
本为政宜然之理，发为文章，以讯国人”。他之所以写
这封信，一方面是有感于章太炎否定代议制的主张，

“建于未立本制之先，始为人人所不能言，中为人人所
不敢言，卒为人人所欲言而不知所以为言”; 同时也希
望章太炎于此之外，“有何新剖，尚望开陈”①。可惜的
是，这封信后来为邮局所误，未能送达章太炎。

1923 年 1 月，江苏省议会议员通过削减教育经费
来增加自己的薪水，引起教育界的公愤。1 月 9 日，南
京学生联合会为反对江苏省议会削减教育经费，发动

学生捣毁议员王景常住宅，并将另一议员吴辅勋绑起

来游行示众。此后几天，南京学生持续发动游行示威，
并要求教育基金独立。此即震动一时的“江苏议教之
争”。事情发生后，社会各界对江苏省议会的部分议员
群起而攻之，但此时路过南京的章士钊与众人看法不

同，他在东南大学发表演讲，将这次“议教”风潮的
“真”意义“归本于代议制之不适用”②。

4 月，章士钊在《申报》上发表《论代议制何以不适
于中国》一文，进一步探讨代议制在中国不适用的原
因。章士钊指出，代议制是一种舶来品，中国人之所以
要引进这种政治制度，“徒以欧洲诸国以此为文明之标
识也”。“吾捧心而效之”，目的不外是为“点缀共和”。
殊不知，欧洲之所以有这种制度，乃出于事势之偶然，

并非创议建国非此不可。以往的政治学家对代议制不
乏推崇比附之词，“以为有当政理，莫或逾是”。在章士
钊看来，这些人大都局限于当时的形势立言，而正本清

源，并不足以语此。“观夫近日欧贤谈政，掊击代议，几
无完肤，可见斯制在欧已邻末路。”欧洲人运用议会已
有数百年时间，“社会繁昌，按时有进，虽非理想之绝
诣，要不失为实用之良规”。为何一入中国，便由橘而
枳? 他认为这要根据“事势”来判断。至于说议员的品
性高下不同，政识富瘠各异，在章士钊看来，“此特得半
近似之谈，不得谓为知本也”。代议的本质是什么呢?
章士钊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，指出是“荷包”。他说:
“代议之设，滥觞英伦。当时英王下令征税，入税者因
举代表面王，共订税则，所谓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之名

言，基于是时。”由此可知，代议与“纳税”二字密不可
分。所谓代表，质言之，就是代表入税者的荷包。上自
封建，中经产业革命，以至今天工业极盛时代，不论何

时，代议均与荷包紧密相连。近代资产集中，所谓荷
包，大概为少数资本家所佩戴。荷包大者得士多，尤大
者尤多。代议士并非自有荷包，而是为荷包者所客养。
所以欧洲各国的政治运动、造党、宴客、布义、竞选等
等，旁及声色狗马之好、舆马服饰之盛，规模壮阔，举止
豪华，而其所花费，皆取资于自己的荷包，与国库无关。
英国作为代议制的祖国，其议会议员到 1912 年才分发
岁费，每人每年 400 英镑，根本不敷所用，所以各议员
纷纷以得岁费为耻，争相捐给慈善机构。“皮相之士，
深叹彼辈道谊之高，以为莫及。不知彼得以维持其道
谊者，别有隐于身后之荷包在。”由于他们不缺“荷
包”，所以从政期间不必受贿，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办
事; 在位在野，同样为国家服务，生活不受影响，因此两

党可以从容更迭，不必为政争势同水火; 制定政略和征

集人才也可以从容进行; 党资独立，人民不以政党为国

021

安徽大学学报( 哲学社会科学版) 2015 年第 3 期

①

②

孤桐:《代议非易案》，《甲寅周刊》第 1 卷第 2 号，1925 年 7 月 25 日。
章士钊:《论代议制何以不适于中国》，《申报》1923 年 4 月 18 日。



蠹，议会与选民间不至于伤情感。“夫代议制，虽于理
论为未完，荷包之由来亦未必正，而其得以支持若干

年，至今日始生反动，赖有此四者耳。”但在中国，情况
完全相反，“议员无行，有猪仔之丑谥，身且求鬻，焉论
主义? 一也。政客今日失位，明日即同饿殍，摧敌只以
图存，不关政义，阴攘阳夺，无所不用其极，二也。无论
何党，无一规范差完之机关新闻，无一常识极充之主任

干事，三也。人民恨议员悖妄，渎乱刺骨，代议二字，全
无意义，四也。何以故? 人之从政者有荷包，而我无荷
包故”①。换言之，即人家的议员经济是独立的，而我
们的议员经济则未独立。
为什么说彼有“荷包”而我无“荷包”呢? 章士钊

接着写道:“吾之四民，士居其首。”所谓的士，就是不农
不工不商，而专靠农工商养活的人。自三代以来，中国
的政治完全被所谓士操纵。同样为士所统治，为什么
古代平安而现在悖乱呢? 章士钊认为，“吾国治群之
道，首取平均”。古代官员禄薄，他们所享受的物质生
活条件和一般人差不多，且一经致仕便重归于农。生
计上四民的界限并不十分严格。现在的政客与古代的
士完全不同，他们对西方的生活方式亦步亦趋，极尽奢

华之能事，使中国自古以来以贵均为特点的传统社会

主义遭到严重破坏。以往可供百人享用的食物，现在
以供应一人尚嫌不足，其他九十九人非饿死不可。饿
死者日增，大乱也就日近。那九十九个人的食物是如
何集中到一个人手中的? 在章士钊看来，中国是一个

农业国家，没有大资本家可以运用经济力量来操纵社

会，能够损人利己的人，除了兵、官以外就是议员。而
无论兵、官还是议员，其所耗费，无一为其本身所有; 其
所取资，无一为其本身所应得。“如是取义，因曰我无
荷包。”在这里，中国传统的贵均思想也成了“传统社会
主义”，主导模式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。
既然彼有“荷包”而我无“荷包”，而我从事政治的

方式纯粹由模仿“荷包”国而来，于是在短时期内便养
成一种浮华虚伪的习惯，以求与西方议员的习惯相应。
“相应一次，其浮华虚伪之度加高一次。展转相应，展
转加高。”以往年收入制钱三十千文用度已足，且有余
钱赡养家人，而今年入三千元却不敷所用。人民的道
德水准下降了吗? 未必。国家的生产能力增加了吗?
更不是。“以国力所万不能供给之事，人能所不应获得
之资，而为之得之，又似于公德无大损伤，谨厚者不能

自了，放纵者无所忌惮。社会之好恶褒惩又无定衡，此
诚迫人为毁廉灭耻之务，若决江河，沛然莫御。”在这种
情况下，高谈道义毫无意义。“以是观之，由今之道，无
变今之俗，内阁云云，国会云云，省议会云云，地无问东

西南北，人不论智愚贤否，时不拘古今旦莫，率有等量

齐观同出一邱之悲。何也? 势至则然也。”他对当时人
们“每好指摘人身，而不根求治法，尸祝西宪”的做法不
以为然，认为是“自忘本来”。那么，究竟应该如何解决
这个问题呢? 他的结论是:“一言蔽之，吾为农国，不能
妄采工业国之制度。今图改革，请从农始。”②也就是
以农国的精神立国，才符合中国的实际。

由此可以看出该文潜藏的内在逻辑: 政治腐败的

原因，从廉耻等道德层面解释不通，从国会、政党政治
等制度层面也解释不通，“荷包”即经济基础才是最根
本的原因。

章士钊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代议制的改造问题，

具体主张不尽相同，但从总体上看，不外无首论、业治
论和恢复并改造科道制三个方面。

二、代议制的改造方案之一:无首论

1916年袁世凯死后，黎元洪依法继任总统，但实权
掌握在总理段祺瑞手中。二人不和，于是出现所谓的

府院之争。1917 年，围绕“参战”问题，双方矛盾激化。

段祺瑞召开以皖系为首的“督军团会议”，强迫黎元洪

同意，并指使所谓的“公民请愿团”包围议会，胁迫议会

通过该案，遭到议员们的抵制，参战案陷于难产。在国

会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下，黎元洪下令将段祺瑞免职，段

祺瑞随即指使皖系军阀所在的八省宣布独立。北京政

府陷入瘫痪状态。在此情况下，黎元洪请驻徐州的辫

子大帅张勋进京调停，张氏乘机复辟帝制，黎元洪被迫

下台。此事发生后，许多忧时之士认为总统选举制度

有问题，有的主张修改选举法，有的主张仿照瑞士改行

委员制。一时议论纷纷，莫衷一是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章

士钊于 1923 年夏提出了他的无首论。

据章氏说: “无首云者，盖取吾《周易》见群龙之

义，谓治道中尽有不尚元首可以为政之一境也。”这种

制度并不合乎世界通有之政例，章士钊创立这种主张，

意在由中国试行，为天下先。在他看来，自来人类的理

想，都是从一些外部现象中产生的。具体到政治方面，

尤其明显。比如，一个国家有元首，好像是必然的，其

实不然，元首乃由君主递嬗而来。过去柳宗元著《封建

论》，说封建制的建立并非圣人的本意，但他并不怀疑

君主制。民主共和思想兴起后，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已

经“由方伯连帅而上达君主”，与柳宗元相比是一个很

大的进步，但却没有意料到，废君主而代之以元首，元

首实际上是“君主之遗”。柳宗元废封建而不敢废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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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，是其弱点; 共和论者废君主而不敢废元首，又是其

弱点。现在章士钊要再往前迈出一步，连元首也要废
除，不可谓不大胆! 由此看来，他的无首论多少带点无

政府主义的色彩。
无首制究竟能否在中国行得通? 章士钊断然回

答: 没问题! 他说，根据柳宗元的《封建论》和英国洛
克、法国卢梭的“民约论”，当初设立元首主要是为了息
争。但有了元首之后，争持反而日益加剧。而“争存之
世，优胜者未必即贤，劣败者未必即不肖。圣贤生于其
时，亦何法得保其必进为天下共主?”中国实行民主共
和制度已经 12 年，“南北争帝以外，宁复有其它寸积?”
他甚至断言:“争性不灭，国立总统，实不如立君之较为
安宁。”为什么呢? 因为君主实行世袭制，数十年甚至
数百年才争一次，而共和制度每七年、五年一改选，改
选一次即争一次，“而好争者之兽性，或纾或径，或正或
负，必同寄集于所大欲之一事，尽量倾泄，人民可计日

而数大乱之临期也”。也正因此，以今世之大同，复辟
论不仅不能铲除，甚至还时时彰显。所以，他主张无
首，“非以吾国治化已隆，远逾欧美，漫行一彼未及行之
制。乃正以吾之政争失其正轨，一骨投地，群犬狺狺，
不能行欧美所通行之制故”。
一些人可能会认为，中国的共和制度徒有虚名，其

与政治相关者，“智不能有为，德不能讲让，水平线上之
政识政律一切不具”。就政治制度而言，只有欧美行得
通而在中国行不通的，没有欧美行不通而在中国行得

通的。对此，章士钊承认: “此盖事实之论，无可诋谰。
……吾国政象之恶，以愚所知，且甚于客之言万万。”但
他同时反问道:“惟问此之政象，是否以树立总统，可望
其自然改善? 易而言之，今吾国是否有出类拔萃之人，

可以扶植纪纲，整顿民物，草上风行，因使一国之人，欣

然而向化?”如果有这样的人，选民们能否辞谢财贿，不
畏强暴，齐心合力推举这样的人? 章士钊断言: “无论
何人，谅不能为正答。”在他看来，凡事有本有原，当时
政治的罪恶，其他原因且不论，所受争总统之赐，决不

为少。他又反问道: “又问此之政象，若不于所争者加
以救治，谓其将以他途徐即于良焉，是否有幸?”他断
言:“无论何人，谅亦不能为负答。”既然无法回答以上
两个问题，那么也就只有“截断众流，别开新径”，也就
是实行无首制①。
正在章士钊讨论无首问题时，英国《泰晤士报》刊

载一篇社论，分析中国当时的无政府状况。作者本意
是想说明外国人在中国所“蒙其害”，并非排外造成的，

而是因威权骤落而导致的无政府状态所造成。但在章
士钊看来，这不啻为其主张无首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

证据。所以他看到该文后，又写了《无首说例》，指出
《泰晤士报》之论有三个要点: “一吾国已陷入无政府
之实境; 二在无政府之下民间事业行之无碍; 三外人利

于有政府以保其权利，当谋所以复之。”在他看来，除第
三点是外国人的主观臆想另当别论外，前两点“实以如
炬之目光，照政治之新义”。为什么这么说呢? 章士钊
指出，“今之无政府，为中外之所同声诟叹者，不谓政史
中有一绝新之纪元，伏于其中?”关键在于“有心者潜意
伺之，明辨出之，反乎当世之恒情，著为政学之通法已

耳!”这一“绝新之纪元”究竟是什么? “即立无首制以
新中国是也。”
在此之前，曹锟为贿选总统指使北洋系人员逼总

统黎元洪下台。黎去职后，内务总长高凌霨自行宣布
摄行大总统职权，一日数令，俨然以大总统自居。而外
间根本不承认高的这种地位，所以无论报纸函电，不说

“非法摄政”，即直呼其名，北洋政府实际上已处于无总
统的境地。而民事方面，却一切正常。有鉴于此，章士
钊继续写道:“《泰晤士报》所谓为业如故，生产交易种
种如故者，乃觇风者之实录，固昭哉其可观也。”以往人
们“局于前史之惯例，安于事君之遗习”，虽然提出无
首，却苦于没有实例，所以许多人不敢有此想法。“今
何幸自然而然，有此七十余日之无首实证，以昭告于天

下。”在章士钊看来，虽然高凌霨“其人一无可取”，但
他的摄政为自己提倡无首论提供了绝好的例证②。
虽然如此，无首的内涵究竟是什么，章士钊并没有

说清。9 月 18 日，章士钊又发表《元首寄生论》，指出:
“寄生者，愚谓元首之职权，使之轻至无可再轻，而仍编
次于国宪，期于克举。惟虚其位，而不皇皇焉求人之谋
为元首者以实之。所谓大总统选举法，全部废弃，仅就
国中政法学各高级机关，如国务院、参议院、大理院、国
立北京大学之类，择定数四，以元首一职寄于彼机关之

首长。凡为国务总理、参议院议长、大理院院长、北京
大学校长者，同时依法具有兼领总统之资格。及瓜期
也，将所有同资格者，分书其名而枚卜之，如俗之拈阄

然，使举者与被举者无从参以己意。此事年一行之，谁
为占得，谁即兼尸，无所谓连任不连任。此在理想，实
与《诗》云‘茑与女萝，施于松柏’者，连类而取譬。总
统为茑罗，国务总理以至大学校长等职为松柏，是之谓

寄生。”③茑与女萝都是附生在松柏之上的蔓性草本植
物，章士钊借此形容总统与国务总理等的关系，意思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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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严:《无首论》，《新闻报》1923 年 7 月 21 日。
行严:《无首说例》，《新闻报》1923 年 8 月 27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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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说不明白。

三、代议制的改造方案之二:业治论

所谓业治，即联业自治。章士钊在业治论方面的
著作主要有 1923 年 8 月发表于《新闻报》的《业治
论———告民治委员会》《业治与农———告中华农学
会》，1927 年初发表于《甲寅周刊》的《论业治》等①。
在《业治论———告民治委员会》一文中，章士钊说

凡是有人群聚集的地方，就会有利益，有利益就会有冲

突，为了平息冲突就不得不想办法进行治理。而治理
社会的方策，随时代变迁而不同，不过总的说来变化并

不很大。时至今日，既有的制度已不足以应世变，因
此，必须从源头“别立新案”②。
他在《业治与农》一文中说: “夫政治有二式……

距清以前之官僚政治，及民国以来之代议政治是也。”
官僚政治的特性“在于人群百业之中，标揭一级曰士，
号为谋道不谋食，专以治人食于人为事”。至于农、工、
商三个阶层，则要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，

否则当诛。如此而欲人才得所，国业有序，根本不可
能。现在以代议政治取代官僚政治，将考试和资格两
项全部废除。考试和资格都有问题，但如果能以此“约
束吾侪德性不完之人类，弊果百也，其利犹得五十”。
过去由试事做官者，虽说以有事为荣，在官为乐，但以

稍稍读书明理之故，有所不为之戒，不敢太过放纵。现
在“以不学相宏奖，以道德为腐朽”，“无耻冒进之徒，
乱流而出，率得美仕，拥厚实，而士林不以为耻，社会不

知其非”。这种新式官僚政治，就是从欧洲代议制发展
来的。他接着说:“迩来国人喜言革命，然所革者往往为
旧时之善。同时变本加厉，以申其恶。”也就是说，近代
以来人们的革命错了。至于说那些代议士究竟代表
谁，选民自己也不清楚。他还以自己的经历予以说明:
“愚之被选，亦已六年，而选区从未告以何利宜兴，何弊
当革，而愚亦从未向选区申报，谓不才所见如此，于意

云何? 是代表非代表事而为代表人，章章明矣。”在他
看来，改造代议制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仁人志士的一

致要求，而改造中国当时实行的非驴非马的代议制，更

是迫在眉睫，所以“业治之兴，此其时矣”③。

什么是业治? 或者说业治包括哪些内容? 章士钊

对此作过多次解释。他在《业治论———告民治委员会》
中这样写道:“凡人自占一业，而其同业又力堪自瞻，材
堪自治，自为经纬，蔚成一军，退可自守，进可与人家国

者，国内一切为其业所包孕之大小事务，宜取而直隶于

己部，自董理之，不许他业得侵其权。己部以外，不得
更有何机关，或纾或径，以治理本业。而己部之于他
业，除在各业公同之范围内，僇力共济外，亦不丝毫有

所逾越。此业治之大旨也。”他还以民治委员会为例说
明之:“今知所设委员会，本有多种，民治特居其一耳。
……盖既知以一国经济坚缀于己业所栖息之商，凡于
商有关之财政，或为自裕，或供国计，其计划整理之责

全引于己。则苟其所计划整理者，以力持之，期于必
达，其至少之效力，如最近纱业公债之戹于农部与国

会，不获通过，纱商坐受其困，以及北京政府加税不已，

高利借贷以病商而蠹国者，可无其事。且商会如是，他
如工会、农会、教育会种种而亦如是。各业于其所独
者，群坚壁以清野; 于其所同者，复通力以合作，循至今

式之政治组织全然废止，尽能止义灿然大备之业治制，

相代以兴，亦意中事也。”④在这里，所谓业治就是近代
以来的商会、工会、农会、教育会的自我管理。
但章士钊有时又将业治与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和行

会进行比附。如他在谈到“元首寄生”时就写道: “业
治如古之井地然，一业譬之一家，分治犹私百亩，其所

协力共戴之中枢，则若同养之公田也。默计中枢之所
有事，其性将大反乎今之内阁束缚驰骤者之所为，而与

出入相友、守望相助、疾病相扶持为一类。”⑤他这里所
说的“中枢”实即国家，这种国家与中国传统的国家不
同，与近代国家也不同，倒有点像欧洲早期的城邦国

家，而各业则有如当时的市民社会，国家的职能颇似

“出入相友、守望相助、疾病相扶持”一类的事务。章士
钊又举《淮南子·齐俗训》中一段因人而治、因地制宜
的记载为例，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业治的思想资源。
西方学者也阐发了业治思想，章士钊认为欧洲学者研

究社会学的两派，“一有见于齐，一有见于畸。见齐者
注意于人生之同点，主以国力整齐人事，于国家社会主

义为近; 见畸者注意于人生之异点，主人人各以其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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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士钊还写有英文著作《联业救国论》( Chinese Politics and Professionalism) ，惜未能找到，无法评析。另外，在德国考察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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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目:一沁宗( 法兰西) 、二基宗( 英吉利) 、三苏宗( 俄罗斯) 、四鲁宗( 德意志) ;第三章，业治论之评骘;第四章，业治主义之适用于
中国;第五章，论实施方法。后来因回国奔丧，未能撰就。《孤桐杂记》，《甲寅周刊》第 1 卷第 29 号，1926 年 1 月 30 日。
章士钊:《业治论———告民治委员会》，《长沙章氏丛稿癸甲集》，上海:商务印书馆，1929 年，第 172 ～ 174 页。
行严:《业治与农———告中华农学会》，《新闻报》1923 年 8 月 13 日。
章士钊:《业治论———告民治委员会》，《长沙章氏丛稿癸甲集》，第 175 ～ 176 页。
行严:《元首寄生论》，《新闻报》1923 年 9 月 18 日。



知能，分途赴功，无取国家干涉之，于愚所谈业治相

近”①。在这里，业治又和中国传统的因地制宜思想以
及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相仿。
在曾拟撰写的《业治论》和后来发表的《论业治》

一文中，他不仅把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称为业治，而

且把当时苏俄实行的苏维埃制度也称为业治。如在
《业治论》一书中，有一章就是准备专门写苏维埃政权
的。后来在《论业治》一文他仍写道:“业治者，欧洲民
治崩裂后所起之新流也。……惟民治之势既衰，承之
者有业治一派，在英曰几尔特，在俄曰苏维埃，其取义

之广狭，手段之激随，各与民情国势相推移，形形色色，

尽不一致。而所得合符复析之根本要道，亦曰惟自食
其力者为能与闻政治，同时惟自食其力者不能不与闻

政治。易词言之，凡有业者，先分治其业为众葛罗布，
后合治其国为一总葛罗布而已。此外凡己无业，而徒
榨取于民业以为食，以及似有业而实无业，迹其所为，

且一一与国民经常生产有防，如世所称波硕亚齐者悉

去，是之谓业治，一曰葛罗布制( Group System) 。”
对英国式的业治，章士钊给予很高评价，认为是

“业治者甚高理想极合人道之政式也”。对苏俄式的业
治，则进行了严厉批判，认为其实质是党治。章士钊批
判苏俄式业治的目的，是为了否定当时广东、武汉革命
政府实行的政策: “孙中山者，夙以三民主义噪于世者
也。……入民国来，中山见其说雅不中时，又以深入人
心之夙义，弃之可惜，则倡为三期之议以济之。三期
者，军政、训政与宪政是也。……其后鲍乐庭、加伦入
粤，形势突变。之二人者，既亲行苏维埃制有成，当然
吐弃欧洲僵然濒死之民治，以为无足收效。……然则
该党今所汲汲为之者何也? 曰: ‘将行业治而失其
正。’”也就是说，苏维埃是走上邪道的业治。他将广
东、武汉革命政府实行苏维埃制度比诸王莽和王安石
变法，说:“天下政事，意正而法非，卒至祸国病民，不可
收拾者，往往而有，王莽、王安石之类是也。今党军之
于业治亦然。”他历数苏维埃制度的七点不足，以证明
苏维埃制度必败无疑②。
在《业治与农》一文中，章士钊曾经对首先实现农

业自治，从而实现各业自治充满了希望，指出: 农业为

各业之一，而且其领域非常大，所以如果治国要从治本

做起，就应关注农业。他认为当时的中华农学会应该
对中国农业的兴革事宜制定一个全面崭新的计划，而

且要将实施这项计划的责任全部承担起来，不要寄希

望于别人。对北京农商部内与农业有关的各个职能部
门，不要与他们讨论，也不要去申请根本无法解决问题

的经费，只需就自己制定的计划作一逐年预算案，每年

公开在地丁钱粮内征收所需的经费，由全国农业团体

共同设立总机关，依案支用。总机关拥有独立办事之
权，任何人不能干涉。章士钊也知道自己的这一方案
不可能立即实现，所以他主张朝这个方向努力，天天

讲，多方努力，“幸而成也，举属于农业所应解决之事，

悉得依本力而解决之，以农治农，字曰农治。他业之所
自为谋也，诚亦如农，则工治商治学治以及某治某治，

皆可作如是观。而所号业治，行入功德圆满之域。凡

国家社会之所纲维主宰，可悉本是”③。

四、代议制的改造方案之三:规复科道制

1924 年 6 月，章士钊抄录欧游道上寄而未达的信

函给章太炎，章太炎在复信中写道:“吾前在日本，逆知

代议之制不适于中土。其后归国，竟噤口不言者，盖以

众人所咻，契约已定，非一人而能改革。且国会再被解

散，言之惧为北方官僚张目，故长此默尔而已。”而现在
“国会恶名，播于远近，亦无再成之势，穷而思变，人人

皆知之矣”，所以“复理前论，适在今之时”。

章太炎认为，现时国会存在的问题与其在《代议然

否论》中所指有所不同。“盖取决多数，其势有必不可

行者。”因为如果以议员监督政府官吏，则弹劾查办之

事，必将受到牵制而难以执行; 如果以人民法吏监督议

员，一旦过半以上议员犯法，也将无法处置。“是故选

区撤回，法庭起诉，可以制少数议员，而不能制多数议

员也。”有人认为，如果政党结合，则多数一心，弹劾查

办，必无停滞。章太炎也不同意这种看法，认为中国的

政党“以爱憎为取舍”，即使真的进行弹劾查办，亦无益

于国。而人民法吏之监督议员，又非政党所能实现。

因为如果一半以上的议员犯法，不可能让全国一半以

上的选区撤回其所选议员; 如果让法庭起诉议员，即使

法吏强硬有力，也会因害怕损伤国体而止步。他主张

由国民选举元首、批准宪法，行多数制。“以多数决之

而无害者，以其权在全体国民，不在代议士也。”至于监

督政府和官吏，则当行少数制，具体说来就是规复科道

制:“若其监督政府，则当规复给事中; 监督官吏，则当

规复监察御史。”何以言之? “分科分道，各司其事，监

督之权，始无牵制矣。不幸给事中、御史复有作奸犯科

者，不过于一科一道中为之，而非全体为之，则法庭起

诉亦易行矣。以科道监督政府官吏，以法吏监督科道，

其连及者不广，则无牵制难行之事，比于国会议员，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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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胜之也。”
科道制应该如何设置呢? 章太炎主张将给事中分

为十科，九科对九部，一科专对国务院。御史之职，因
各省已有自治之制，弹劾省吏，有本省人员负责，所以

应按院部而不应按省分道。至于科道员额，每科每道
各置 4 人即可，合起来共 80 人。对于科道官的产生方
法，章太炎认为，选举与代议同弊，任命由政府爱憎，皆

不可取。“今使其人皆出于考试，考试及格，则使之互
选，选举已定，则政府加以任命。以先有考试，故选举
不能妄投; 以先有选举，故任命不能随意。”他还对具体
的考试办法、任职资格、科道官的待遇和任职年限都做
了设计①。可以说，规复科道制是章太炎在这封信中
谈论的主要内容，也是其对中国政治制度的一次大

胆设计。
据章士钊说，他自得此函后，即“以复科道议密藏

于胸。与人论政，辄见谈及。府中计事，亦屡以言察两
官宜复为言”。同僚及所接诸友大多依违两可，只有梁
士诒坚决反对。梁士诒认为，自古台谏没有不为鹰犬
的，“某粗明掌故，兼历政要，深明台谏之制，于国政有
百害而无一利。议员固是不良，然比之谏官，不过狐
狸; 国会亦非佳制，然比之都察，犹是乔木”。鉴于这种
情况，章士钊专门写了《代议非易案》一文，在抄录章太
炎和梁士诒的不同看法后指出: “凡一制初立，利弊盖
同伏焉。天下固未有绝良之制，只有利而无弊; 天下亦
未闻与制相缘之弊，其中竟无克制之方也。梁君所举
台谏之失，信有然矣。顾乃举其弊面，而未尝计及其利
面也。”他粗略考察了历史上科道制的利弊得失，然后
指出:“夫所贵乎有言官者，取其能言，盖不必言之而悉
当。自古正人君子，其所苛责笃望于言官者，亦在其以
时言之已耳。……梁君谓言官奏事，纯以感情冲动为
之，漫无牵制，危险太甚……亦甚有理。在昔专制之
世，主者以为自一人外，讦参有误，俱是无伤。而今共
和之邦，人权至重，英伦所行毁谤之律，吾当仿为。言
官所言，不得独居例外。……至学识过低，不足以为言
官，则凡无学识者，一切官俱不应为，何止言路? 此其

救济之法，宜别有在，而决不在本制之废兴间也。”②也
就是说，章士钊虽然承认梁士诒所言不无道理，但仍然

坚持其规复科道制的基本主张，并想方设法为这一主

张寻找理由。
稍后，瞿宣颖也在《甲寅周刊》上发表《代议非易

案书后》一文，以为支持③。

五、围绕章士钊代议制批评意见
和改造方案的讨论

章士钊批评代议制的意见引起了广泛注意和热烈

讨论。《论代议制何以不适于中国》本来是章士钊应
《申报》特别约请撰写的，但文章尚未见报，《东方杂
志》便组织两期文章对章士钊予以批驳。而批驳的靶
子，均是《申报》将在 4 月 18、19 两日刊出的文章。3 月
25 日，《东方杂志》在第 20 卷第 6 号刊出章文的主要内
容和杨铨的驳论文章，并预告高一涵将有驳论文章刊

出。4 月 10 日，《东方杂志》又在第 20 卷第 7 号刊出蒋
梦麟的批驳文章。而高一涵的文章，直到 4 月 29 日才
在《努力周报》刊出。5 月 7 日，瞿秋白也在中共中央
机关报《前锋》上刊文批驳章士钊。看来章士钊否定代
议制的做法犯了众怒。在诸多批驳文章中，以杨铨和
瞿秋白的文章最有代表性。

杨铨指出:“欧美行代议制者，不皆为工业国，若法
若意若奥地利匈加利，其农民之数，皆占全国有职业者

百分之四十乃至七十以上。美国立国之初，几于全国
业农，国内惟少许之家庭工业，其幼稚远胜于今日之中

国。然其代议制之成绩，殊不下于工业之英国。故谓
美国今日之工业为政治之结果则可，谓美国之政治为

工业之结果则不可也。若必谓代议制不适于农业之中
国，充其逻辑之结论，是中国非至资本主义发达，将永

无建立共和之可能，有是理乎?”在他看来，中国之所以
纷乱及代议制之所以失败，有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原因:

“在国民则苟安自私，放弃监督之主权; 在议员则纵欲
无耻，甘为权门之走狗。外无裁制，内多利欲，而议员
之不堕落者鲜矣。”不能将原因单单归罪于饭碗问题。
“夫声色货利，古亦有之，不限于今日; 贪得无厌，西人
亦然，不限于中国。而贪赃枉法之官吏议员独多于中
华民国，其非单纯之物质问题明矣。故吾人与其以唯
物史观为官吏议员原过，毋宁以开门揖盗纵虎食人自

责。”杨铨质问道:“吾人试旷览全国，舍中华民国之头
衔而外，何处更有共和之形迹? 在上者日以奖章勋位

笼络人材，在下者则‘不识不知顺帝之则’。以民主国
之元首而模仿立宪君主，以共和国之国民而甘为专制

之顺民，南辕北辙，方凿枘圆，欲其不成为非驴非马之

国家，得乎?”他特别强调了民意的重要性，认为“居今
日而言救国，正本清源，惟有吾人速就中华民国国民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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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。民一日不民，则国必一日不国。不此之图，而惟枝
节是务，虽更历十年二十年，亦将永无统一和平之希

望。官吏可换也，议员可改选也，而无民意监督之，民
主共和国终无实现成功之一日”①。说到底，他把培养
共和国的公民放在了第一位。
瞿秋白则指出，中国的国会与英国的代议制相比

较，除了“国会”两个字是从西文“巴力门”译过来的
外，其所代表的人及其所行使的职权绝不相同。在他
看来，中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尚未到创造资产阶级式代

议制之时; 即使抽象的数量上的经济发展已经超过当

年英法民主主义初兴时的工商业，然而它所处的国际

经济地位，也与英法当年大不相同; 况且中国原有的农

业经济蜕变而入于工业经济的过程，更与当年的英法

相异。英法是自然进入工业社会的，不但有经济的独
立，而且有由独立而更进一步的侵略倾向。中国工商
业的发展，是受动的“外铄”，中国经济不仅丧失其独立
地位，几乎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。英法小农
业也渐渐破产，但因其经济独立，可以逐渐产生机器生

产的大农场来代表小农。中国小农的破产，是因外国
货物的输入，没有经济独立，便无法缓步从容以自己的

力量经营大农场。因此，英国议会中可以渐渐发现大
农地主，已经变相的封建诸侯的代表，以及大资本家、
工商业银行家的代表; 而中国国会中商人既无政权，农

民还在睡觉，只剩一班高等流氓。所以中国不但没有
采用代议制，而且本来就没有采用代议制的可能。
既然如此，那中国的国会是什么? 瞿秋白认为，在

中国，“不论国会省会的议员，无不是大军阀小军阀的
机械”。瞿秋白承认，中国不是工业国，所以议员没有
“荷包”，但这并不是中国不应当采用代议制的理由。
在他看来，在一个国家中，国会不外两种作用: 一是为

统治阶级把持政权或为新兴阶级夺取政权，二是调节

统治阶级各部分之间的矛盾或冲突。英国的统治阶级
是大地主、资本家，英国议会就代表他们压迫无产阶
级; 中国的统治阶级是军阀，中国国会就代表他们压迫

劳动平民。英国议会中政党的“荷包”由地主资本家供
给，中国的政客及选举费由军阀担负。所以中国不是
没“荷包”，只是形式不同而已。章士钊认为英国的代
议制比中国代议制有四点优长，瞿秋白则认为，前三项

仅是英国统治阶级富裕而中国统治阶级穷窘的表征。
至于第四项，章士钊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立言，所

以觉得英国议员不可恨，中国议员可恨。章士钊所说

的人民，实即英国资本家，他们处于统治地位，能够运

用议会，所以不恨议员; 中国大多数人民处于受统治地

位，所以恨议员。因此，中国并非没有“荷包”，也无所
谓不适用于代议制。瞿秋白还进而探讨了中国何以有
如此国会制的原因，并指出章士钊的主张是向后转，他

的这种向后转是中国旧士绅阶级垂死的哀鸣②。同样
是从唯物史观出发，由于瞿秋白运用了阶级分析方法，

于是得出了不同于章士钊的结论。

章士钊改造代议制的方案，同样引起了广泛的讨

论。其《无首论》一文见报后，徐佛苏致函章士钊，支持
无首论，说“今日之所谓元首，在势已为群盗之赃物”，

认为应实行瑞士式的委员制，以合议制代替独裁制。

这样不仅可以解决集权问题，而且可以解决武人干政

问题。虽然徐佛苏自认为这一主张是对章士钊无首论
的补充，但很明显这并不是章的本意，所以章士钊在看

到徐佛苏的信后写道:“盖佛苏假定愚所主无首制即为
委员制，毫不置疑，实则愚见全然不尔也。夫元首一
物，为盗利用，是矣。委员何独不然?”③

对章士钊的“元首寄生论”，当时也有论者指出他
太乐观，认为其实当时全国的军人和政客眼光都集中

在大总统这把交椅上，所以把各种卑污苟贱的手段全

用出来去争总统。所幸的是总统专属于政界，所以这
些卑污苟贱的手段也只在政界卖弄。将来如果把总统
的资格放在国务总理、参议院议长、大理院院长、北京
大学校长身上，那时军人政客必然把争总统的手段用

来争这四种职位，把最高法庭卷入政治旋涡，使司法永

无独立的希望; 使争权夺利的行为侵入学界，把清纯高

洁的教育机关弄得不干不净，那就真不得了。所以“我
们实在不敢欢迎”。而元首寄生“未必优于委员制”，

实行起来也有许多实际困难④。

对章士钊的“业治论”，当时国内外许多人也表示
了不同意见。1921 年夏间，章士钊和陈西滢访问英国
时曾拜访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柯尔、潘悌和威尔思，

以及费边社会主义者萧伯纳等人，其中除潘悌对其业

治主张表示赞同外，其他人多持怀疑甚至批评的态度。

潘悌认为，在中国实行业治比英国要容易，中国如果真

的实现联业自治，不仅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，还可以促

使西方人反省，“使奉为矩范，起而效法”⑤。作为一个
费边社会主义者，萧伯纳则对中国能否实现业治持怀

疑态度，指出:“天下惟私心为难克治，今以分业相召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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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不欲自尊其业者? 近世托辣斯之弊，已难胜言，一旦

尊百托辣斯于无上位，使各各自为最后决定，则凡天下

之生息于消费者无死所矣。代议政体，诚腐朽无可为
理，而其选举，以地域为之标的，人自各方来，众意乱流

而进，易于质剂，政因以平，此未始非该制死仍不僵之

故。”①伦敦大学教授、政论家华纳士曾直言不讳地对
章士钊说:“此制之不易采，首在歧市乡民而二之，以观
于俄，其鉴不远。……中国之为农国，略近于俄，君倡
业治，意宜注是。”②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在读完章
士钊的《联业论》后，虽认为其书中“至少有一二点，应
使政治学子俱致研详”，并从书中摘取一段，刊入英国
工党所办的《社会党杂志》( Socialist Review) ，但同时两
次致书章士钊，指出:“业治者，自私之治也。凡专于一
业者，其精气思维，举不出其业一寸，以之为国，群命焉

托?”③其态度也极为明显。
国内也不乏质疑的声音。寓庸就在《驳业治》一文

中指出，章士钊虽袭取了英国基尔特和俄国苏维埃之

义，而实未解两主义之真谛: “几尔特不过欲使有业者
与闻政治，而使为政者，知其各业之利弊所在也。苏维
埃则绝圣弃贤，毁仁蔑义，举凡古人所谓进德修业之君

子，皆谓之盗贼，而不容于今世也。”所以这两种主义与
章士钊所说的业治，“不知相去几万里”④。
争议最大的还是规复科道制问题。章士钊的《代

议非易案》和瞿宣颖的《代议非易案书后》在《甲寅周
刊》发表后，引起巨大反响，赞成者有之，反对者亦有
之。为了鼓荡这股潮流，章士钊还在《甲寅周刊》上开
辟专栏，悬赏征文，并将反对和赞成其主张的论文一并

刊登，以示公正。
当时赞同以科道制取代代议制的主要有杨定襄、

梁大肃、黄维翰等人。杨定襄在 1919 年就曾上书北京
政府大总统徐世昌，建议恢复台谏制，看到章士钊的

《代议非易案》一文后便致函章士钊，表示自己当年上
书中的一些主张“颇与尊旨相合”⑤。稍后，他又专门
写了《科道平议》一文，在《甲寅周刊》登载。梁大肃在
《代议非易案书后》一文中则指出，议会制度不合中国
国情，需要及时改图，但科道制不足以取代议会制。因

为国会兼立法，议员民选; 而察院司纠弹，官员任命，二

者权限轻重不同，人数多寡不一。所以，国家有大的政
令，以议会抗之，人们视为固然，而政府乃有忌惮; 以全

台诤之，则力薄效鲜。他认为恢复科道制不难，关键是
要恢复一种什么样的科道制。“愚谓当酌其会通，重给
事以权，而优御史以俸。宾礼元良，奖励风节，分其途
以致之，严其格而试之，然后庶乎其可也。”⑥

反对恢复科道制的声音更多。朱得森、汪馥炎、李
步青、郁嶷等人先后投函章士钊，发表自己的不同看
法。早年追随章士钊的高一涵，为了反对规复科道制，

还专门写了《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》一书。朱得森在来
信中说，代议制固然存在许多弊端，但至今没有更好的

制度取而代之，所以不能轻言废弃⑦。高一涵在《中国
御史制度的沿革》中指出，“代议制是目前民治国家的
唯一制度，科道制是从前专制国家的唯一制度”⑧。人
们现在都在咒骂代议制，但平心而论，民国建立 14 年
以来，没有一件事是因为实行代议制而失败的。中国
代议制的失败，是没有真正实行代议制的结果，而不是

真正实行代议制的结果。汪馥炎在来信中也承认代议
制存在问题，予以改造已成一股世界潮流，但一定要搞

清楚“其盛衰相乘之故、弊害显著之由”，然后对症下
药、标本兼治，而不能简单地以往古“似是而非之另一
种制度”取代之⑨。李步青在来信中也指出，章士钊
《代议非易案》中所提方案，“不究其本，徒归咎某种制
度之不善”瑏瑠。总之，代议制是需要改造，但不能以科
道制来取代。

既然如此，究竟应该怎样改造代议制呢? 朱得森

认为，“吾国代议制之所以失败者，由于组织之不良，分
子之太杂”，改善之道，宜舍两院制而采一院制，宜变议
员选举制而为考试制。但不能用科道制取代代议制，

可以吸收科道制的长处，将弹劾权独立出来，与立法权

分离，别设专官以司其事瑏瑡。郁嶷也反对恢复科道制，

认为代议制在中国出现的种种弊端并非制度本身不

好，“实推行未尽其方有以致之”。他主张借鉴汉代郡
国举士之制选拔议员: 各省区按人口比例选举，所选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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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士钊:《论业治》，《甲寅周刊》第 1 卷第 38 号，1927 年 1 月 1 日。
行严:《论列宁之死》，《新闻报》1924 年 1 月 26 日。
行严:《论麦阁》，《新闻报》1924 年 1 月 28 日。
寓庸:《驳业治》，《新国家》第 1 卷第 3 期，1927 年 3 月 1 日。
《代议非易案( 其二) ———通讯》，《甲寅周刊》第 1 卷第 4 号，1925 年 8 月 8 日。
梁大肃:《代议非易案书后》，《甲寅周刊》第 1 卷第 10 号，1925 年 9 月 19 日。
《代议非易案( 其一) ———通讯》，《甲寅周刊》第 1 卷第 4 号，1925 年 8 月 8 日。
高一涵:《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》，上海:商务印书馆，1930 年，第 72 页。
《两院分职———通讯》，《甲寅周刊》第 1 卷第 7 号，1925 年 8 月 29 日。
《考试———通讯》，《甲寅周刊》第 1 卷第 6 号，1925 年 8 月 22 日。
《代议非易案( 其一) ———通讯》，《甲寅周刊》第 1 卷第 4 号，1925 年 8 月 8 日。



人定期齐集北京，由政府分法制、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交
通等科，各就所学择科应试，及格者始授以当选证

书①。汪馥炎认为，当时的议院融立法和监督两种相
反的权力于一体，难免凿枘，因此应该实行两院分职，

立法院专司编纂法典，监政院专司弹劾。至于两院选
举，则立法院取职业选举，监政院取地域选举②。李步
青也主张将选举与弹劾两权从议会中独立出来。其中
选举之事，以临时特殊组织行之，而以弹劾与司法两机

关监视其后，防止贿选。
章士钊虽然在政治上秉持自由主义，对批评者一

概持尊重态度，但他生性倔强，很难轻易改变自己的主

张。如对围绕其《论代议制何以不适于中国》一文的批
评意见，他又先后写了《非党》《再论非党》《三论非党》
等文，阐述自己的观点③。对于围绕其无首论的批评
意见，他虽没有给予回应，但也不改初衷。后来在与朋
友讨论曹锟贿选时，认为贿选的发生从根本上讲是由

于中国承袭了“欧洲工业国之弊”，使“国人群沉溺于
伪物质文明，无以自拔”。同样，“中国教育之坏，亦由
貌袭伪工业教育之故”，其他均为枝节问题④。对萧伯
纳关于业治论的批评意见，章士钊不仅不接受，而且予

以反驳⑤。直到 1925 年以后，章士钊对业治论的鼓吹
才多少有些降温。据他自己说，事情的转捩点是东南
大学的易长风潮。他虽然表示要吸取教训，“无论何种
主义，以后不得轻于断制”⑥，但并未完全放弃业治主
张，否则也不会在《甲寅周刊》第 38 号上发表《论业
治》一文。对黄维翰等人支持其规复科道制的意见，章
士钊颇有吾道不孤之感⑦。对于批评意见，则一一予
以答复，并在答复中阐述自己的观点。
这场讨论没有也不可能有结果，但在当时却不能

说无意义。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的五院制政治体
制，就是在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基础上，对西方三权

分立学说改造后建立起来的。但是章士钊要以科道制
代替代议制，却不免要失败。正如时人所说，代议制之
进入中国，乃时势使然，非人力所能左右。

六、结 语
综上所述，本文再强调以下几点:

第一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知识界对代议制的

批评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，或者说一个时代性的

问题，改造代议制之声在当时蔚成风尚。这是章士钊
批评和改造代议制的时代背景。又由于 20 世纪 20 年
代各种新思潮在中国的竞相传播，包括马克思主义在

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逐渐成为这一时期的“主导模
式”之一，因此章士钊关于代议制的批评意见和改造方
案，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这一“主导模式”的影响。他的
一系列文章运用唯物史观对近代以来代议制为什么不

适合于中国作了系统阐述，并批判了从人格等道德层

面看待议会政治腐败的做法。
第二，章士钊改造代议制的主张包括无首、业治、

规复科道制三项内容。所谓无首，主要包括两层含义，
一是彻底废除国家元首，二是元首寄生。这一主张带
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色彩。所谓业治，即废除一切现
有政治组织，每人自择一业，结成行业协会，实行行业

自治。这一主张带有明显的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色
彩。所谓规复科道制，即废除现行的议会制，规复旧时
的科道制。以给事中监督政府，以御史监督官员。至
于科道官的产生，实行考试制，而废除选举制。这一方
案并非章士钊的首创，而是承自章太炎。
第三，以上三项仅是章士钊改造代议制的制度层

面内容，至于其精神层面，则以农村立国为基础。用他
自己的话说就是: “精神之事，务农为本，政事德行，举
由是发。”⑧由于章士钊以农立国论的内容非常庞杂，
故本文未作展开。
第四，章士钊在政治上虽然始终是一个自由主义

者，但其改造代议制的主张却带有明显的保守主义色

彩，而且缺乏可行性。不过，他对代议制的批评，特别
是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提出的“荷包”理论，看似浅陋，
实则相当深刻。因为这涉及一个历史性难题: 在非资
本主义国家，经济地位未独立的代议士如何独立行使

自己的政治权利。代议制在近代中国的遭遇如此不
堪，原因固然很多，但由于经济地位不独立，大多数议

员将此作为一种职业或谋生手段，以致无法或不敢充

分行使自己的权利，是一个重要原因，也是一个死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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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代议非易案———通讯》，《甲寅周刊》第 1 卷第 6 号，1925 年 8 月 22 日。
《两院分职———通讯》，《甲寅周刊》第 1 卷第 7 号，1925 年 8 月 29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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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严:《人格论》，《新闻报》1923 年 11 月 16 日。
章士钊:《论业治》，《甲寅周刊》第 1 卷第 38 号，1927 年 1 月 1 日。
《东南大学———通讯》，《甲寅周刊》第 1 卷第 2 号，1925 年 7 月 25 日。
《胡思敬———通讯》，《甲寅周刊》第 1 卷第 12 号，1925 年 10 月 3 日。
行严:《再论非党》，《新闻报》1923 年 10 月 25 日。


